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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算法新闻重构了新的新闻传播生态,但也暴露出一些伦理问题,最核心的是算法黑箱与新闻

透明原则的矛盾、算法霸权与媒介公正的对立和算法操纵与委托信任的冲突。 解决算法新闻产生的伦

理问题,必须明确算法是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但并不是独立的伦理行动者,“人”才是算法新闻的责

任主体。 算法新闻治理的逻辑起点应回到技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算法新闻治理应将不作恶、
不滥用的“向善”作为底线伦理,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负责和对社会健康有序运行负责的“向上”作为

责任担当。 算法新闻治理需要建立多主体协同共进的治理体系:政府要充当好规则制定者、过程把控者

和底线管控者的角色;平台机构要承担算法新闻治理的主体责任;公众应自觉避免新闻消费中的盲从或

被动现象,传统媒体应严格职业把关和审核机制,拒绝迎合人性弱点及惰性的新闻生产。 公众与传统媒

体的共同责任在于实现对算法新闻的纠偏、改进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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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运行方式,以数字化为基础的算法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运行的基础

性规则,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和生产力。 基于算法的数据收集与挖掘、分析与识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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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决策系统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运行效率。 算法已深度介入了人们

的日常生活,影响着人们的在世状态,个体、群体、组织与社会间的思考和行为模式、交往和决策方

式,乃至于社会秩序的生成和演化机制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对于新闻传播业而言,算法的兴起带来了一套完全区别于传统新闻传播业的结构性变化,人工

智能通过机器写作重塑新闻生产流程,通过智能算法颠覆新闻分发方式,产生新的新闻传播模式,
基于算法的信息传播机制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接收方式和阅读习惯。 “今天的算法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新闻业的各个方面,从新闻制作的初始阶段到新闻消费的后期”
 [1] ,算法对新闻传播

系统生态进行着多方位重塑。
算法新闻是与大数据最直接相关的新闻[2] ,被称为“新闻业的计算探索” ,其创新本质是新闻

传播业在算法工具和大数据环境下的流程再造和盈利模式重构[3] ,学者们也使用机器人新闻、机
器写作新闻、自动化新闻等诸多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 以算法软件的引领性、数据资源的基础

性、智能操作的自主性为特征[4] ,算法新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人信息多样化需求与社会海量

信息间的匹配性问题,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效率。 在算法新闻逐渐成熟、拥有算法技术的互联网平

台机构成为连接“信息”与“人”的纽带的同时,算法在新闻传播领域运用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

题[5] ,人们对其带来的如隐私侵犯、算法偏见、算法歧视、价值观分化、社群区隔等伦理问题表示

出担忧[6] ,对算法新闻治理表现出高度关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要“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7] 。 202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2025 年) 》提出,要制定完善对“算法推

荐、深度伪造等新技术应用的规范管理办法” ,“加强对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

应用的规范引导”
 [8] 。 算法新闻治理无疑既是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网络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也

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三对矛盾或冲突:算法新闻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

算法正在对整个社会的空间、时间和权力关系进行重构。 基于此,算法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

点话题,多学科对算法展开了不同侧面的研究。 计算科学关注算法公式与统计模型,通过优化不同

场景和条件下的算法计算力以提高算法优势和增强算法预测力;法学一方面正视算法的法律化趋

势,运用法律来规制算法,另一方面聚焦促进法律规范与算法代码的有机融合,利用算法技术推动

法律的算法化;公共管理学科探究算法影响社会运行的机制与过程;社会学聚焦算法设计者与技术

参数、应用者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过程。 正在形成的“算法社会”使得人们愈发对算法的“阴暗

面”及其伴随而生的一系列问题加以关注,拉泽尔和格温纳等学者总结归纳出算法所伴生的九种风

险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操纵、多样性减少、限制交流和表达自由、监控以及对数据保护和隐私的

威胁、社会歧视、侵犯知识产权、滥用市场支配力、对认知能力和人脑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异质性以

及人类主权和技术可控性的丧失[9] 。 算法风险的显现也引发了新闻传播领域关于“信息茧房” “回

音室”“过滤气泡”“算法偏见”“版权侵犯”“算法共谋”等诸多关涉新闻传播伦理的讨论,这其中的

核心是“算法黑箱”“算法霸权”和“算法操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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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算法黑箱”与新闻透明原则的矛盾

算法将新闻生产、流通中的各个环节推入“黑箱” [10] ,我们能够看到算法带来的结果呈现,但对

其过程却难以把握,正如博格斯特所言,算法就如同“黑箱”一般,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带来的

影响,但却并不能对其内部一窥究竟[11] 。 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算法十分隐秘和复杂,弗兰克·帕斯奎

尔认为这些算法可能决定了企业的命运,对个人声誉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对社会整体经济都会有所

影响,尽管“企业参与者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有前所未有的了解”,但我们自己“对他们如何利用

这些知识来影响我们以及他们做出的重要决定一无所知” [12] 。 算法的隐秘性源于算法是互联网商

业技术公司的高度商业机密[13] ,作为商业机密高度保密的算法自然不会轻易对外公布,即便是在互

联网平台机构内部,除极少数核心员工外,其他员工也很难了解算法究竟是如何运作的[14] 。 算法的

复杂性还在于算法的自主学习、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包括算法的编写者也无法预测算法最终的输出

结果。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基于知识的差异更是无法把握算法编码的细节,无法想象算法如何完成

高度复杂的推理过程,以至于人们会对算法产生迷信甚至产生“崇拜”的心理[15] 。
算法黑箱所引发的担忧集中在互联网商业平台可能由于逐利性,借助用户将平台媒体的新闻

视为客观的、公正的认识,用虚假新闻建构人们对社会的想象[16] 。 我们生活在“算法社会”中,算法

构造和塑造我们的社会和对社会的想象,对于算法呈现的社会图景、对算法呈现内容的真实性和可

信度,我们却鲜有能力、办法和途径去核实和验证,对平台机构的监督束手无策。
作为公共事业的新闻传播业,维护公众知情权和为公共服务是其基本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基

本目标,在几百年的新闻实践中,形成了要遵循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等基本的新闻原则,遵循客

观、中立、公正的职业操守。 从全球范围看,媒体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信任度在不断下降,公众

越来越关心新闻界在报道什么,以及如何报道。 科瓦齐和罗森斯蒂尔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

指出,“对公众保密是一个错误。 当公众对新闻工作者和政府当局越来越不信任时,这种不利于公

众的行为只会让新闻工作遭到更多质疑”;“用核实加以约束,尤其是透明的观念,是新闻工作者解

决偏见问题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17] 。 新闻透明要求新闻传播主体公开新闻生产传播的过程,让公

众进行监督和参与[18] 。 尽管一些互联网平台机构并不承认自身的媒体属性[19] ,但事实上,这些平

台机构已然成为新闻传播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主体。 新闻透明性的主体指向新闻传播活动的全部主

体,平台主体也不应回避公众的严苛审视[20] 。
完整的透明才是透明,新闻透明原则要求算法的开发者将源代码公开,以保证其可以被检验、

被监督,封闭的算法黑箱将平台机构与传统新闻机构、平台机构与公众置于不对等的地位。 此外,
具有独创性的算法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算法的隐秘性构成透明理念和机制的障碍。 而即便将算法

透明化,算法的复杂性又使得算法也很难被检验。 同时,算法本身并非客观,还存在着“算法偏

见” [21] ,由于计算系统自身存在偏见,编写者在开发过程中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个人的价值观、
兴趣喜好等写入代码,造成的结果是在看似中立的算法规则中实则潜藏着由数据源、版权、监管和

编辑者的主观因素产生的偏见问题[22] 。 可见,新闻透明原则在智媒时代如何得到保障是一个棘手

的问题。
(二)“算法霸权”与媒介公正的对立

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凯西·奥尼尔在《算法霸权》一书中创造性地使用“数学杀伤性武器”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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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算法的大规模应用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认为“数学杀伤性武器”的特点在于不透明、规模化

和毁灭性。 “许多数学杀伤性武器都是依靠自己的内置逻辑来定义其所处理的情况,然后再以其自

己的定义证明其输出结果的合理性的。 这种模型会不断地自我巩固、自我发展,极具破坏力———而

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 [23] 。
算法已经越来越多地定义了我们的生活,算法的影响不仅在日常的生活调节方面,而且在社会

根本性变化方面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改变被任何事物更广泛依赖的算法的结果可能会波及整个社

会” [24] ,算法成为了一种权力[25] 。 英国学者拉什就此感叹,“在一个媒体和代码无处不在的社会,权
力越来越存在于算法之中” [26] 。 权力表现为控制,控制是技术革新导致的后果,其中的最基本面是

信息处理的改进。 技术定义了一个社会能做什么的界限,技术的发展是控制权革命中社会变化的

主要推动力[27] ,算法技术控制了信息流向公众的渠道,同时将传统媒体视为平台机构内容的供应

商,颠覆了新闻传播业的传统格局。
当算法运用到新闻传播的各环节,自然也会对人们所感知的“拟态环境”以及人们基于“拟态环

境”的社会认知产生影响。 然而,算法建构的“拟态环境”是“一种简化或扭曲”,算法主要是对复杂

的新闻写作过程的简化和提炼,是一种“以简御繁”的化约主义
 [28] ,它“从世界上获取了一个复杂的

系统,并将其抽象为捕获该系统某些逻辑并丢弃其他逻辑的过程” [29] 。 降低人们认识世界的复杂

性并不等同于让人们认识简单化的世界,这种对复杂社会的“简化”操作,并不能呈现社会的完整真

实景观,有悖新闻传播所追求的通过及时、公开、透明再现新闻事实,达到媒介公正的目的。 按照算

法的操作原则,平台机构以单篇内容的点击阅读率来评判文章的价值,而忽略文章内容本身带来的

社会效果。 对于平台媒体来说,对点击流量的追求远胜过对新闻内容质量的重视。 在这种模式下,
用户接收的信息只会越来越趋于窄化和同质化,算法可能成为“扭曲的棱镜”,导致公众对真实社会

的认知偏差越来越大,“可能给公共生活造成难以弥合的分裂” [30] 。
算法有损媒介公正的另一方面在于算法霸权产生的“算法歧视”。 算法及其选择机制可能以某

种方式具有歧视性[31] ,这种歧视性源于算法自身的偏见,比如如果种族歧视嵌于算法,会给用户推

荐种族歧视的相关内容,而与事件本身的事实发生偏离。 新闻传播的公正原则要求新闻传播主体

尽力消除传播中的歧视行为,传播权力为全社会所共有,传播过程中不能无视弱势群体以及贫困地

区、偏远地区的利益和需求。 而实际上,正如凯西在实践中发现的那样,“数学杀伤性武器的受害者

几乎没有话语权”,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事实上被剥夺了公民的传播权,算法霸权客观上造成了对

弱势群体的侵害。
(三)“算法操纵”与委托信任的冲突

传统新闻机构的把关由职业新闻工作者完成,他们以职业的精神、理念和操作获得公众信任,
以新闻生产中提炼、总结的新闻价值为标准,完成每天新闻的选择、加工、制作的生产过程。 算法改

变新闻传播机制表现在新闻分发过程中的把关主体发生变化:其一,将价值观的判定权从记者、编
辑这些传统的新闻工作者手中转移到算法编写者手中,制定算法规则的工程师设定的算法原则决

定每条新闻被接受的范围和程度;其二,将媒介失范的决定权从媒介工作者传递给了受众[32] ,受众

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未来自身可以看到的新闻类型和内容。
与传统媒体能够实现对公众的议题关注和属性判断的强大议程设置效果一样,平台媒体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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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舆论同样具有操纵的能力[33] 。 凭借算法的排序与过滤建立的算法议程设置和框架结构,不仅建

构了用户对于社会的想象,同样会决定公众想什么和如何处理这些议程,通过影响用户的情感和态

度,最终决定公众的行动方式[34] 。
传统媒体之所以能够获得公众,在于公众对其专业能力的认可。 专业水准高的媒体能够被信

任。 公众选择接触和使用哪一种媒介、选择关注哪一家媒体的报道本质是公众将获取信息的来源、
信息选择的权利委托于该媒体,这是建立在公众与媒体长期互动的结果之上的。 在算法新闻时代,
传统的以编辑为中心的信息把关模式,也就是传统媒体获取公众信任的职业素质,被算法程序取

代,而算法程序并不天然拥有传统编辑对于新闻价值的选择判断标准,公众和媒体间的委托信任关

系被打破。 这种关系的打破带来了传播权力的转移,平台机构正在成为新的“信息把关人”和“议程

设置者”,重构了传播权力[35] ,平台机构成为控制公共生活和媒介生态的决定性力量,这也反过来

使互联网公共领域呈现出“再封建化”的趋势[36] 。

二、技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算法新闻治理的应然逻辑

解决算法新闻产生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谁来负责”的问题,明确算法新闻治理伦理的责任

主体,再基于此讨论算法新闻治理的逻辑问题。
(一)“人”才是算法新闻的责任主体

“技术中立论”认为,算法只是一种技术,技术是中性的,并无好坏的性质分别。 平台机构倾向

于将自身描述成信息传播的中介,只起到传递的作用,所以无需对信息进行主观性的判断。 与之相

对的“平台责任论”强调,当平台机构拥有足够多的用户数量时,平台机构实际完成着公共传播活

动,天然地具备公共属性,应当在算法应用于内容选择和推送中体现社会公共价值观念。 这两种关

于算法和平台机构属性观点的争论,实际上牵涉出了算法本身的伦理主体地位问题。
一些学者按照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算法视为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 [37] ,

人和算法在网络中是平等的参与者。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特点在于将人和“非人”的事物

都视为具有能动作用的“行动者”,他们之间以“转译”为基本的连接方法,结成了相互作用的“网

络”。 网络指的是一种连接方法或状态,转译是连接行动者之间沟通的语言,行动者包括在相互结

成的网络之中具有能动性的所有的“人”和“非人”。 毋庸置疑,人天生具备行动能力,而“非人”行

动者如果具有和人一样的某种行动能力,其前提是“非人”行动者应该和行动的人一样,具有某种能

动性或者说“活性”,这样才能够实施行动,并在行动中体现人的目的和意志[38] 。 算法的“活性”源

自算法编写者所设定的代码和算法规则的激活,也就是说算法并非能够天然地脱离人而独立地成

为网络行动者,只有当编写者完成对算法规则的设定,并将算法置于网络连接,才能够激发算法的

“活性”,使算法具有行动力。
弗洛里迪和桑德斯从行动者之间互动的关系角度,将交互性、自主性和适应性确立为判定智能

技术是否具备伦理责任主体地位的标准[39] 。 如果一个系统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也能够持续

与环境发生交互关系,就可以认为这一系统具有自主性、适应性和交互性,才可以将能够在不同环

境中均发生行动的系统视为行动者。 以此观之,算法尚未满足自主性和适应性的要求,这也就意味

着算法还不能称之为独立的伦理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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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是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并不是独立的伦理行动者,伦理行动者作为责任主体要对行为

负有必要的义务。 对行动主体产生的行为后果具有直接推动作用的人或者组织,才需要承担行为

责任,才肩负有必要的义务。 目前,算法作为新闻传播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独立生产和传播能力,
其拟主体性只能承担拟伦理角色,使用算法的人和平台机构才是责任的主体。 算法新闻的伦理责

任主体只能是人,而不是机器,也不是人—机混合体[40] ,算法新闻的责任主体应为整个算法新闻活

动中各环节的参加者,包括算法的开发编写者、推广者、使用者,算法新闻的接受者和转发者,以及

在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的一个重要的机构行动者———互联网平台机构[41] 。
(二)算法与人和社会

每一次新闻传播技术的革命性更新,都会形成新的传播格局,引发新的传播时代的到来。 传播

技术不仅决定着新闻图景的呈现方式和结构方式,决定着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把握情况,更从深层

次上影响着人的思维和心理,以及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 同时,新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既会激发起

关于技术乌托邦主义的幻想,也会引发对技术异化的担忧。
新技术对媒介环境的巨大冲击,形成一种多媒介混合的景观。 媒介环境学家麦克卢汉在提出

“媒介杂交”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提出了“媒介四元律”理论:新媒介突出了什么,削弱了什么,
再现了什么,未来又会变成什么[42] 。 其弟子莱文森使用“提升” “过时” “再现”和“逆转”四个词语

对这一规律进行了新的概括。 “媒介四元律”不仅是对媒介发展规律的概括,它还是一个颇有价值

的媒介分析工具。 算法新闻突出并基本实现了“信息与人”的适配[43] ,传统媒体“千人一面”的传播

样态被“千人千面”接收情景所取代,个体的信息需求被再现和显现,人的个体价值被重新重视,传
统媒介和传播方式变得过时和被遗忘。 莱文森认为,媒介进化的规律是“人性化趋势” [44] ,即媒介

朝着增加人类功能的方向进化和发展,算法新闻在一程度上是符合增加人类幸福需要的方向的。
算法新闻在朝着人性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反过来也重新塑造人和控制着人和人的生活方式。

对公众而言,人们在算法新闻环境下的阅读选择和阅读习惯发生变化;对媒体机构来说,算法重塑

了新的生产关系,因为平台机构通常不具备信息内容的生产能力,却成为信息分发的把关人,掌握

着信息分发的绝对优势,传统媒体被迫接入平台机构,并把算法规则纳入内容生产的基本考量。 波

斯曼对技术垄断的担忧也在于此[45] 。
(三)技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纵观新闻传播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技术变革,尤其是新技术应用的早期,都会产生各种技术与

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不适应问题。 大众报刊的普及带来竞争的结果却是“黄色新闻潮”的发生;“火

星人入侵地球”的广播剧引发了极度恐慌和百万人的大逃离;电视的流行出现了蜷在沙发上,只看

电视不顾其他的沙发土豆;长时间、习惯性和病态使用网络的人被认为患有网瘾。 这些问题产生并

不仅仅是媒介或者技术自身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也不仅仅依靠媒介自身。 “黄色新闻潮”的退去在

于报人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广播、电视、网络的合理使用和认知除社会的进步

外,还依赖于公众的媒介素养提高,以及对媒介、媒介规律的正确把握。
“技术的世界不是孤立的,也绝非自成一统。 它与来自遥远的人类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作

用” [46] 。 对新闻传播业而言,技术以怎样的观念和方式构建社会、构建怎样的社会,并不单一取决于

技术本身的属性,更取决于能够对技术产生影响、进行操控的社会和人的力量,所以解决算法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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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也要从各种相互作用的人与社会着手,探寻技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也符合媒介问题

的解决逻辑。
美国著名未来学者奈斯比特在 20 世纪 90 年代网络开始大放异彩的时候,对突飞猛进的科技与

人和社会及文化的关系进行推测和分析,强调从人性的角度看待科技,高科技和高思维应寻求一种

“物质奇观与人性精神需求的平衡” [47] 。 高思维是人对高科技的反应,当“科技越多地被引入到我

们的生活,我们就越想寻求高思维的平衡,寻求人性的稳定”。 高科技和高思维这种“平衡”就是技

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状态。

三、向善向上:算法新闻治理的伦理追求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
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 [48] 。 也就是说,现代技术的特征在于可以迫使自然

按照人所设定的目的做事。 技术源自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人的目的

存在是非、好坏、善恶的差异,存在方向性的区别。 因此,技术必须成为伦理问题,人类必须学习如

何自主地以我们的判断力来约束自己[49] 。
(一)向善:算法新闻治理的底线伦理坚守

道义理论和哲学家康德认为,“善”像“珠宝一样闪耀光芒”。 他提出,每个人天生就有良心,良
心并不可违,良心的义务就是为了义务而履行义务[50] 。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论优先考虑的“善”不

是抽象意义的善,而是对血肉之躯的人的善,是体现在我们实践里的善[51] 。 亚里士多德的“善”是

一种实践智慧,麦金泰尔将“实践”定义为“人的活动内聚而复杂的形式”,其内在的“善”涉及鲜明

的优秀标准,如果达到了这样的标准,内在的“善”就能拓展我们人生绚丽和优秀的可能性[52] 。 所

以,“善”是一种底线伦理,也是一种可行可为的底线伦理。 在算法治理中,“向善”应是一种底线坚

守。 在“能做什么”和“应做什么”的伦理选择中,算法应基于应然逻辑走向自觉,把握好算法技术发

展与人及社会需要的内在联系。
从“向善”的价值意义来看,“向善”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向善”意味着“尊重”,尊

重和关心人本身,尊重人的基本价值与伦理;其二,“向善”意味着“进步”,提高效率与功用,提高人

的物质享用水平;其三,“向善”意味着“公平”,公开平等,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阶层;其四,“向

善”意味着“责任感”,心系社会,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
“向善”在伦理道德中是一种希望被普遍实施的行为,算法新闻治理的“向善”底线在于维护算

法的积极功能,反对不当的算法使用行为,以不作恶、不滥用为基础性法则。 “不作恶”要求算法新

闻要以公共性和社会利益、社会道德、社会价值为评判标准,不以对用户的损害作为获利的前提和

手段,如不侵犯用户隐私,不传播低俗内容;“不滥用”要求算法新闻的使用应在有限范围和有限尺

度内,对用户权益不仅要做到明示和告知,还要进行确认以确保用户知悉。
(二)向上:算法新闻治理的责任担当

70 多年前,二战后的美国出现了“大众传播工具对于公众的重要性的提高、公众对大众传播工

具的依赖与大众传播工具和机构被少数人掌握和垄断之间的矛盾”。 新闻界该如何应对这一矛盾,
哈钦斯委员会给出了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成为新闻媒介“社会责任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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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53] 。 当今,算法改变社会,算法已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语法规则。 算法的普及与广泛应用、公众

与算法联系的紧密性与平台机构对算法的垄断性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这种矛盾与 70 多年前的情

形非常类似。 如何因应这一矛盾,同样需要强调算法新闻“向上”的社会责任担当。
其一,算法新闻应该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负责。 技术的发展不是最终目的,人的发展才是技术

发展的本质[54] 。 算法的发展必须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开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算法就失

去了灵魂。 从各国、各机构和组织制定颁布的人工智能发展伦理原则来看,一致将“保障人的权利”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等相关性条例作为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首要的原则。 算法新闻也可以对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负责。 算法新闻为人的自由决策提供信息内容,合理的算法机制为人们做出合乎理

性的正确判断提供保障。
其二,算法新闻应该对社会健康有序运行负责,要自觉肩负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服务社会

福祉。 “新闻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极其核心的话语地位,是左右历史发展的一种力量” [55] 。 在算法社

会,算法成为“创造世界的方式”,算法新闻对社会整体发展和社会各子系统的影响越来越主动和显

著。 一个不当的算法机制、一次不合理的算法新闻推荐,都可能产生极端的社会后果,改变社会运

行的良性状态。 算法新闻应立足社会和谐进步,在新闻信息的推荐机制、搜索机制、过滤机制等方

面,把社会效益作为排序、分类、关联和过滤的重要因素,以社会责任意识推动算法技术发展,从技

术层面也同时从人文层面解决网络传播内容低俗化、劣质化及社会价值淡化弱化问题,用主流价值

导向发展“算法”,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三)协同共进的算法新闻治理体系

从人性的角度看,算法新闻治理需要“向善”;从社会的角度看,算法新闻治理需要“向上”。
“向善向上”的伦理追求不是阻止算法新闻的发展,而是表明实现算法新闻发展目标需要建立有效

的算法治理方法和模式。 算法新闻治理涉及多个层面的伦理类别与问题,从伦理行动者角度出发,
算法新闻治理需要建立多主体协同共进的治理体系(表 1)。

表 1　 算法新闻治理的主要伦理类别与问题

类别 问题

透明度 算法黑箱与可解释性

公平 算法歧视;算法偏见

隐私权与知情同意 用户信息收集;商业利益与用户权益;告知不充分

失实 数据失真;核实困难

冲突 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商业利益与用户权益

安全 技术不确定性;访问;追溯;预测

问责 识别;监督

　 　 第一,政府在算法新闻治理中需要充当好规则制定者、过程把控者和底线管控者的角色。 政府

在科技发展中起着引领作用,对新技术的使用需要加强研究,并根据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新
问题、新挑战,不断进行积极回应和合理规范。 2019 年 7 月,我国出台《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

案》,对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发展进行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从国家层面建立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

展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 智能算法在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满足上发挥着不同作用,算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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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规制需要在具体的价值期待下进行具体分析[56] 。 政府应以“法律红线”明晰算法新闻的内容底

线,设定监管标准,给合格的内容以流动的区间。 算法治理的理由是基于已经识别的风险[57] ,政府

除以法律规定对可预见的风险进行制度化规定外,还需要加强对算法风险变化的可能及技术不确

定性的研判。
算法新闻治理也是跨学科的挑战[58] ,算法新闻背后的技术问题、文化问题和伦理问题涉及多领

域的交叉性,需要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形成容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产业界的跨学科多领域的多

方对话机制。 政府还应加大算法新闻伦理宣传和认知教育,增强公众对算法新闻的理解,培育公众

算法素养,使人们能够科学认识算法应用带来的可能进步及潜在风险[59] ,正确评估算法新闻的

效能。
第二,平台机构要承担起算法新闻治理的主体责任。 平台媒体算法的工具理性蕴藏了其背后

来自于平台公司的数据商品化意识形态逻辑的支配[60] ,平台媒体需明确自己的经济责任、法律责

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确保在算法新闻的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算法规

则背后体现的是平台机构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才是平台机构的灵魂。 算法系统设计和运行,应该使

其目标和行为与人和社会的价值观一致。 很多平台媒体已经意识到价值观引领发展的社会意义和

价值。 对于算法和人工智能的发展,IBM 提出“信任、尊重与隐私保护”的三大原则;微软提出的六

大原则是“公平、透明、责任、无歧视、知情同意与法律控制”;2019 年 5 月,腾讯宣布“科技向善”成

为公司新的愿景和使命;快手坚持“平等普惠、真实向善”的理念。
在注重价值引导的同时,平台机构在算法新闻治理中可通过算法体系的设定,增设对普通公众

给予普惠流量曝光的机制,对符合社会倡导的正能量内容进行优先推荐的设置[61] ,以消减算法的歧

视和偏差。 平台机构拥有强大的分发能力,可与主流媒体擅长的内容生产能力相结合,在内容层面

与主流媒体进行深度合作,联合主流媒体,既保证算法新闻的质量,也发挥好服务主流媒体的功能。
第三,公众与传统媒体也应在算法新闻治理中发挥自己的责任。 公众需要提高自身的算法素

养,传统媒体也需要与平台机构进行合作。 两者的共同责任在于实现对算法新闻的监督。 算法素

养应作为公众媒介素养的重要内容。 公众应学习了解必需的算法常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做到在

网络上理性获取信息和生产信息,保护好个人信息,同时能积极认知和评判算法风险,自觉避免新

闻消费中的盲从或被动现象,及时反馈新闻消费体验,帮助改进平台新闻推荐中的不合理之处。 传

统媒体需要发挥自己在新闻生产方面的公信力优势和新闻核查方面的专业优势,严格职业把关和

审核机制,拒绝生产迎合人性弱点及惰性的新闻,自觉生产和推广优质内容,自觉对算法新闻进行

纠偏,修正算法新闻的设计。 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算法技术和社会发展大势,努力打造自主可控

平台,不断积聚海量用户,增强平台黏性和影响力,占据互联网舆论主导地位。

四、余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算法新闻掀起了新闻传播领域的一场革命,它不仅挑战了传统新闻的生

产方式、分发模式和商业模式,也挑战了传统新闻的价值理念、伦理准则与理论规范等。 在算法新

闻时代,必须把完善保障媒体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及“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工作机制”纳入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既充分发挥算法技术的工具理性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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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又切实避免“创新性破坏”维护公共价值,从而实现算法对人的价值关怀和推动社会的良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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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gorithmic
 

news
 

has
 

reconstructed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cology 
 

but
 

also
 

exposed
 

some
 

ethical
 

problems 
 

the
 

core
 

of
 

which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lgorithmic
 

black
 

box 
 

and
 

the
 

principle
 

of
 

news
 

transparenc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lgorithmic
 

hegemony 
 

and
 

media
 

justic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algorithm
 

manipulation 
 

and
 

delegated
 

trust.
 

To
 

solve
 

the
 

ethical
 

problems
 

caused
 

by
 

algorithmic
 

new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clear
 

that
 

algorithmic
 

news
 

is
 

a
 

non-human
 

network
 

actor  
 

but
 

not
 

an
 

independent
 

ethical
 

actor 
 

and
 

human 
 

i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subject
 

of
 

algorithmic
 

new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algorithmic
 

news
 

governance
 

should
 

return
 

to
 

the
 

benign
 

interaction
 

among
 

technology 
 

human
 

and
 

society.
 

Algorithmic
 

news
 

governance
 

should
 

take
 

 good 
 

as
 

the
 

bottom
 

line
 

ethics
 

and
 

 up 
 

a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orderly
 

and
 

healthy
 

operation
 

of
 

society.
 

Algorithmic
 

news
 

governance
 

needs
 

to
 

establish
 

a
 

multi -ag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good
 

role
 

as
 

a
 

rule
 

maker 
 

process
 

controller
 

and
 

bottom
 

line
 

controller 
 

the
 

platform
 

institutions
 

should
 

bear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algorithmic
 

news
 

governance 
 

the
 

public
 

should
 

consciously
 

avoid
 

the
 

blind
 

or
 

passive
 

phenomenon
 

in
 

news
 

consumption 
 

the
 

traditional
 

media
 

should
 

strictly
 

enforce
 

the
 

professional
 

check
 

and
 

audit
 

mechanism 
 

and
 

refuse
 

the
 

news
 

production
 

catering
 

to
 

human
 

weakness
 

and
 

inertia.
 

The
 

comm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public
 

and
 

traditional
 

media
 

is
 

to
 

correct 
 

improve
 

and
 

supervise
 

the
 

algorithm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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